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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竞争与中国基础研究突围 
 

庄芹芹  王 颖  史冬波
 

 

摘要：当前大国博弈和科技革命相互交织，国家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基础研究实

力成为国家竞争能力的决定性因素。本文基于 1997~2022 年中国大学学科层面数据，并与手

工整理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公共资助数据进行匹配，采用多时点双重

差分模型探讨了实体清单带来的国家科技竞争加剧对中国大学基础研究的影响。研究发现，

被列入实体清单后，中国大学学科层面的科学论文发表数量和影响因子将分别显著增加 17.4%

和 21.5%。这种基础研究突围主要通过科学合作重构、创新链传导以及公共科学资助等渠道

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基础研究突围效应主要集中在一流大学和非理工学科和高水平研究

领域。本研究评估了外部科技竞争加剧背景下中国基础研究的突围努力，对于深刻理解国际

科学合作变迁，夯实科技自立自强根基具有政策参考。 

 关键词：基础研究  科技竞争  美国实体清单  大学 

 中图分类号：F062.3     文献标识码：A     

 

一、引  言 

基础研究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的根基。大

学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重大科学突破的策源地。2022 年中国大学对基础研究经费增长的

贡献达到 44.8%。自 1977 年恢复高考以来，中国大学基础研究取得了跨越式发展，整体研

究实力大幅提升。基础研究内部支出从 1991 年 1.9 亿元增长到 2022 年 997 亿元；基础研究

R&D 人员全时当量由 1991 年的 3.7 万人年，增长到 2022 年的 34.8 万人年。科技论文发表

逐年攀升，2022 年高校发表科技论文 165.8 万篇，其中国际发表 79.8 万篇。大学能够为创

新体系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和知识（Audretsch 和 Feldman，1996；Jaffe，1989）。党的二十

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基础研究，突出原创，鼓励自由探索。当前，国家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

前移，大学逐渐成为科学竞赛的主战场。要推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加强科技基础能力

建设。 

在科学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科学竞争与合作是影响基础研究的重要因素之一。理论上，

国际科学合作对基础研究和科学进步的积极作用已经得到大量文献证实（铁瑛和崔杰，2023；

Barjak 和 Robinson，2008；Freeman 和 Huang，2015；Iaria 等，2018；Nomaler 等，2013）。

实践上，中国持续推动基础研究国际合作，加速融入全球科学网络。据《2023 中国国际科技

合作现状报告》统计，2022 年中国国际科研合作论文 14.65 万篇，全球占比达 24.9%；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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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科研合作伙伴已达 204 个，前十大合作伙伴为美、英、澳、加、德、日、法、新加坡、

韩国和巴基斯坦。大学是国际科学合作的重要主体，中国大学积极与国际高水平大学开展深

层次合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高校共派出近 40 万人次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出席国际学

术会议人员 174 万人次，交流论文 88.3 万篇，建设了 70 多个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深度参

与了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大洋钻探等国际大科学计划。 

国际科学合作常常受到国际关系的影响（Wagner 等，2017；Borjas 和 Doran，2012；

Wagner 和 Cai，2022）。近年来，美国不仅在技术领域构建“小院高墙”，还在科学研究领

域发起“中国行动计划”等调查，严重影响了中美两国正常的科学合作。其中，实体清单

（Entity List）是美国实施出口管制政策的核心手段。该清单最初于 1997 年启动，是由美国

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BIS）根据《出口管制条例》（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EAR）制定。近十年来，美国开始加大对中国高校实体管制力度，

不断扩大实体清单范围。这些高校与美国正常的科研合作、从美国进口关键器材和赴美开展

科研交流等均受到了不同程度地限制。这表明中美科研活动“脱钩”趋势强化，中国与美国

的基础研究分离不断提高。 

以美国实体清单为代表的国家科技竞争加剧，将对中国大学基础研究产生何种影响？这

种影响的作用机制和路径是怎样的？这些问题目前被社会广泛讨论，但尚缺乏严谨的经验证

据。基于数据可观测性和科技竞争实际情况，本文利用实体清单这一准自然实验作为切入点，

评估国家科技竞争加剧对中国大学基础研究的实际影响。选取这一外生冲击的原因在于：实

体清单是影响国家间科技竞争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在美国出台的系列政策中最明确、执行

最严格和管制力度最大，一旦被列入相当于进入“黑名单”，移除实体需要经过“最终用户

审查委员会”一致同意，该影响具有显著性和可识别性。同时，根据美国商务部披露信息，

该清单主要从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出发，因此与被列入大学的基础研究水平没有相关

性，从而尽量减少潜在内生性问题。 

本文采用 1997~2022 年中国大学学科层面的论文发表微观数据，构建了基础研究产出

指标①，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方法，分析国家科技竞争对中国基础研究的影响。通过控制大

学学科、学科年份交互固定效应，以及初始基础研究水平和基金资助规模，解决大学学科层

面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问题。本文研究发现，以实体清单为代表的国家科技竞争加剧显著提

升了中国大学基础研究产出。被列入实体清单带来大学学科论文发表数量显著增长 17.4%，

论文质量显著增长 21.5%，这一基本结论在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同时，随着时

间推移，实体清单对大学基础研究的正向影响在逐步加强。这表明在国家科技竞争加剧的影

响下，中国大学基础研究能力不断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突围。异质性分析表明，实体

清单对中美合作相对密切的领域影响更大，主要体现在对高质量基础研究的影响。在一流大

学以及对物质资本依赖较低的非理工科中这种影响较大，在受冲击较大的国防和信息技术院

校表现相对较弱。 

机制分析发现，国家科技竞争加剧会通过科学合作重构、创新链传导和公共资助政策，

影响中国大学基础研究。首先，随着国家间科技竞争加剧，中国大学科学合作网络会发生重

                                                        
① 本文遵循国家统计局定义和国内外主流文献的做法，采用学术论文来量化基础研究产出（冷萱和

李涵，2022；Arora 等，2021；Akcigit 等，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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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短期来看，中美合作占比显著减少 0.9%，表现出旧合作网络瓦解的“寒蝉效应”，非中

美国际合作占比增加 1.2%，表现出新合作网络建立的“重构效应”。长期来看，呈现出由国

际合作向国内合作转移趋势。其次，实体清单不仅会直接倒逼高校加强基础研究，更重要的

是会促进被管制企业加快自主创新，企业对底层技术和基础研究的强烈需求会沿着创新链传

导至大学，整体表现出正向“倒逼效应”。最后，为应对外部冲击，政府会加大公共资助力

度、增加创新要素投入，表现出正向“资源配置效应”。综上，在国际国内多重效应的综合

叠加下，美国实体清单对中国大学基础研究整体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些研究结论对于

深刻理解当前全球科学前沿竞争态势，积极应对外部技术封锁，实现科技基础能力突围具有

重要意义。 

本文的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聚焦大学基础研究，拓展现有关于中美贸易摩擦

的影响研究。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中美贸易摩擦对双边贸易（Liu 和 Ma，2020）、产业发展与

资源配置（Yang 等，2022）、企业创新（魏明海和刘秀梅，2021；余振等，2024）的影响，

大多以产品质量、企业进出口为分析对象。虽然有少部分研究以实体清单为对象分析中美科

技博弈，但均聚焦于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余典范等，2022；Han 等，2024；杨道虹

等，2024）。不同于此，本文聚焦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大学，立足基础研究活动。首次采用微

观论文数据，揭示中美科技博弈对中国基础研究的实际影响。这在全球科技竞争向基础科学

前沿前移形势下，具有理论和现实重要性。 

二是从国家科技竞争视角，拓展现有对科学合作影响因素的研究。已有文献就地理邻近

（Catalini，2018）、信息搜寻成本（Agrawal 和 Goldfarb，2008；冷萱和李涵，2022）、旅

行成本（Catalini 等，2020；Dong 等，2020）、本地交流成本（冷萱等，2024）、科学家死

亡（Azoulay 等，2010, 2019；Jaravel 等，2018）对科学合作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也有部分研

究关注了政治干预对科学合作的影响（Borjas 和 Doran，2012；Moser 等，2014；Moser 和

San，2020；Waldinger，2010, 2012, 2016）。特别地，贺灿飞和李文涛（2022）从理论上阐

述了中国国际科学合作网络受到了中美关系变化的影响，但对于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仍然十

分有限。近期也有部分研究开始关注美国 NIH 调查对美国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生产力（Jia

等，2024）以及“中国行动计划”对中国学者国际合作的影响（Aghion 等，2023）。本文则

首次以备受社会关注讨论的实体清单为准自然实验，详细讨论了对中国大学基础研究的重构

效应。 

三是从创新链角度，挖掘外部科技竞争变局对基础研究的影响机制。本文机制分析发现，

面对外部科技竞争加剧，鼓励大学积极拓宽科学合作网络，强化校企创新合作，以及加大科

学基金等公共资助力度，能够对冲外部冲击，促进大学基础研究突围。这对于新时代积极开

拓国际科学合作网络，推动产学研合作深入发展，优化国家科技计划体系，建设世界科技强

国具有鲜明的政策含义。 

二、现实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现实背景 

实体清单（Entity List）是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根据《出口管理条例》（EAR）

制定的一项制度，旨在限制美国向特定目标国家机构、个人实体出口某些敏感技术、产品或

服务。从列入实体的类型来看，主要分为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政府机构以及个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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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和科研院所一直是美国实体清单管制的重点，占比 20%左右，早在 1997 年中国工程物

理研究院就成为首个被列入实体。 

美国对中国高校的管制可以初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在 2001 年之前，列入实体主要

在航天航空领域，即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二是 2001 年~2017 年，增加了国

防军事领域，比如国防科技大学，但整体增长相对平稳。三是从 2018 年~2023 年，被管制

实体数量显著增加，其中仅 2020 年就有 7 所高校被列入，创历史之最。这些高校主要分布

在航空航天和电子信息等领域，这表明美国不断扩大对中国大学实体的管制范围，加快限制

特定领域的基础研究发展。 

实体清单将带来复杂繁琐的管制流程，将增加中美科学合作成本，从而影响被管制大

学与美国正常科学合作和学术交流。同时，面对这种合作网络的阻断，中国大学会积极寻找

新的合作伙伴，推动科研合作网络的重构。其次，实体清单对企业的管制，会限制从美国进

口关键产品和技术，倒逼企业加大自主创新，加强与高校产学研合作。最后，面对实体清单

的外部冲击和愈演愈烈的科学竞争，中国政府会采取系列应对政策。 

与此同时，中国科学合作版图主要呈现三个重要变化（见图 1）：一是在过去 26 年里，

中美科研合作占比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变化。自 1997 年实体清单发布以

来，中美合作论文比重从 29.95%降至 2007 年的 27.05%。2008 年至 2014 年这一时期中美合

作比重有所回升。自 2015 年起针对中国大学的实体管制强化，中美合作论文比例持续下降，

从 2015 年 38%降至 2022 年 20%。二是中国与其他国家（非美国）近年来合作逐渐增加。

中国与其他国家合作论文占比从 2015 年的 18.68%上升至 2022 年的 27.48%。这表明面对新

的国际合作环境和挑战，中国逐步转向与其他国家合作。三是国内科研合作近年来逐步增加，

从 2020 年 60.42%增至 2022 年的 65.52%。 

 

图 1  1997~2022 年中国科研合作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作者自 OpenAlex 数据库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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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分析 

在科学全球化时代，科学研究国际合作程度不断提升（Wagner 等，2017）。理论研究

表明，国际合作和人才流动是促进知识溢出、推动科学进步的有效方式（Raan，1998；Freeman

和 Huang，2015；Wuchty 等，2007）。但是科学合作会受到国际政治局势和外交政策影响，

外部环境变化会通过前沿知识流动、科学家移民和人才外流影响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

（Arrieta 等，2017；Borjas 和 Doran，2012；Iaria 等，2018；Moser 等，2014）。中美两国

科学合作在全球双边科学合作中居于主导地位。2022 年中美合作论文数量比全球第二大的

美英合作高出 74%（Xie 和 Freeman，2023）。美国是中国第一大国际科学合作伙伴，2022

年中美科研合作论文占中国国际科研合作论文比例达 32.2%，其对华科技竞争政策是影响中

国科研活动的重要因素。 

逆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科技竞争加剧对科技创新的影响深化，尤其是 2018 年以来中美贸

易关系持续紧张，美国发起了扩大实体清单、“中国行动计划”等系列限制政策（Xie 等，

2023）。根据《2023 中国国际科研合作现状报告》统计，中美科研合作论文占中国国际科研

合作论文的比重从 2013 年 47.7%下降至 2022 年 32.2%，十年间下降了 15.5%。同样地，一

项来自《Nature》杂志的分析也发现过去 3 年同时署名中美两国机构的科研人员研究论文数

下降了 20%以上（Noorden，2022）。 

实体清单覆盖范围广泛、管制对象直接明确、管制手段严格。从科学合作角度，实体清

单会直接重构中国大学的科学合作网络。实体清单产生的“寒蝉效应”打破当现有中美合作

网络，中美科研合作受到负面影响；中国科学家会寻求建立新的合作网络，来弥补与美国合

作受阻所带来的损失，进而影响基础研究产出水平。从创新链角度，实体清单会限制被管制

企业从美国进口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阻碍企业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倒逼企业加快与高校

展开自主创新合作，强化对高校基础研究的需求。从政府应对角度，面对外部科技竞争加剧，

中国政府会加大基础研究公共资助，尤其是对受影响大学和学科，强化资金资助支持力度。

因此，实体清单对中国大学基础研究的实际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取决于多种国际国内因素的

强弱关系，最终表现为多重效应的综合叠加。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竞争性假设： 

𝐻1𝑎：实体清单带来的国家科技竞争加剧显著促进中国大学基础研究创新产出。 

𝐻1𝑏：实体清单带来的国家科技竞争加剧显著抑制中国大学基础研究创新产出。 

 

1. 科学合作重构 

从知识生产过程来看，合作已成为科学家开展科学研究的最主要方式，来自不同国家学

者组成合作团队，形成全球科学合作网络（Newman，2001；Wuchty 等，2007）。实体清单

带来的国家科技竞争加剧会重构中国科学合作进而影响基础研究产出。一方面，实体清单将

限制中国同美国正常的科研交流活动，增加了科学合作的成本，并阻断来自美国的前沿知识

流动，抑制中国大学基础研究，表现出负向“寒蝉效应”。Xie 和 Freeman（2023）利用 Scopus

数据库分析发现中美合作论文数量的上升趋势在 2010 年代末开始放缓，随后在 2020 年至

2022 年期间下降了 10.5%。当前世界科学知识的前沿仍在美国，实体清单会限制科学家正常

合作和留学访学，影响前沿科学知识获取。同时，实体清单会限制中国大学与美国团队在科

研软件、仪器设备等上的合作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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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实体清单带来的国家科技竞争加剧不仅会改变旧国际合作格局，同时将推动

新科研合作建立和知识重组，表现出正向的“重构效应”。当中美科学合作部分瓦解，科学

家将积极寻求与其他国家或者国内科学家合作，推动了知识重组和流动。已有研究为上述机

制提供了可能的辅助性证据（Azoulay 等，2019；Borjas 和 Doran，2012；Moser 等，2014；

Waldinger，2010, 2012）。虽然美国以威胁其国家安全利益为由将这些大学列入实体清单，

但这从侧面反映出这些大学实力不容小觑。列入实体清单可被认为是大学科研实力强的“免

费广告”，吸引其它国家或机构与被管制中国高校展开合作。据统计，2018 年~2022 年中国

与欧盟合作论文数量相对于 2013 年~2017 年增长约 1.1 倍，与金砖国家整体的合作论文数

量增长约 1.7 倍。其中，中国与印度合作十年间增长了约 3.1 倍，与英国合作增长了 2.3 倍。

与此同时，来自中美贸易的证据也验证了这种转移和重构的积极作用。Jiang 等（2023）研

究发现尽管美国出口管制抑制了中国对美出口，但由于中国将贸易转移到距离更近、经济规

模更大的国家，中国在全球的出口并未受到显著影响，这一发现从侧面验证了上述传导机制

的可靠性。 

2.创新链传导 

实体清单带来的国家科技竞争加剧不仅会推动高校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更重要是会倒逼

被管制企业加快自主创新步伐。创新链下游企业对关键技术和基础研究的强烈需求会通过沿

着创新链向上游高校传导，进而促进大学基础研究，整体表现出正向的“倒逼效应”。从实

体清单管制主体来看，企业是重点管制对象。截至 2023 年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企业实体累计

467 家，占比多达 69%。实体清单将限制企业从美国进口芯片、半导体设备等关键技术核心

产品，从根源上阻碍了技术引进和模仿创新，倒逼企业开始走自主创新之路。研究表明出口

技术含量低、可替代性强是造成中国企业频繁被遏制的重要原因，并会在行业内部传导、提

高行业内其他企业遭遇贸易摩擦的概率。为了积极应对外部冲击，企业会加大创新投资，提

升产品技术含量和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上位置，推动行业技术升级（李娟，2014；魏明海和

刘秀梅，2021）。Han 等（2024）研究发现，实体清单迫使并鼓励中国企业加快自主创新，

提升了中国创新产出水平。 

在企业加快自主创新过程中，将积极与高校展开产学研合作。在创新体系中，高校、科

研院所和企业等处在创新链不同环节。高校处于知识链和创新链上游，开展基础研究活动，

主要是为了科学知识增加进行理论研究；企业处于知识链和创新链下游，作为创新主体开展

应用研究活动，主要开发利用基础研究成果，以产生新产品新技术，获取创新利润为目标（张

杰和白铠瑞，2022；杨骞等，2024）。企业创新活动依赖大学基础研究的知识溢出，许多高

科技企业的核心技术源于大学。已有研究利用企业专利对高校论文引用的定量证据，证实了

知识链下游企业可以通过开放科学渠道，从上游高校显性知识中获益（Roach 和 Cohen，

2013）。面临外部技术封锁，中国企业纷纷强化了与大学间的产学研合作。研究发现产学研

合作能够提升大学知识创新和科研效率（余泳泽和刘大勇，2014），促进高校创新产出和成

果转化（亢延锟等，2022）。 

3.公共资助政策 

在实体清单管制实体不断扩大的现实背景下，中国政府会采取系列政策予以应对（王勇

等，2024）。政府公共资助是激励基础研究的有效工具。科学活动具有正外部性，对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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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资助相对于私人资助能够提升社会整体福利（Azoulay 等，2019；Budish 等，2015）。

公共资助通过直接增加知识存量、培养科技人才以及发明创造科学设备和仪器等促进大学基

础研究，并通过开放科学渠道，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的知识溢出效应（Azoulay 等，2019；

Cohen 等，2002；Mansfield，1995）。Babina 等（2023）利用美国国防部削减联邦资助证据，

验证了政府公共资助对大学科学研究和论文发表的显著促进作用。 

实体清单对科技基础资源的限制，影响了科研人员正常的科研活动，增加了中国基础研

究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Gersbach 等，2013）。中国政府加大对基础研究公共资助力度。公

共资助能够促进资金、人才等关键要素投入，提升科学研究效率，表现出正向的“资源配置

效应”。尤其是加强对重点领域和基础学科资助，能够加快实现关键技术领域突破。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要稳步增加基础研究财政投入，提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其联合基金资助效能，

优化国家科技计划基础研究支持体系。近年来，中国基础研究投入持续增长，2022 年中国

基础研究经费首次突破 2000 亿元，占 R&D 经费比重为 6.57%，连续 4 年保持 6%以上。随

着自然科学基金改革的持续深化，以及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的国家科技计划体系持续完

善，对基础研究将产生显著积极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𝐻2：实体清单带来的国家科技竞争加剧会通过科学合作重构、创新链传导和公共资助政

策，影响中国大学基础研究。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处理 

本文使用数据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实体清单。从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

获取 1997~2022 年 Entity List 原始文件，建立“列入年份-中文名称-英文名称-类别”的一一

对应关系。二是大学学科论文发表数据。主要来源于 OpenAlex 数据库，该数据库是一个拥

有 2 亿余份科学文献的免费开源平台（Jiao 等，2023）。为了精确识别实体清单在大学学科

层面的影响，根据教育部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 111 个一级学科①，与

OpenAlex学科分类体系中第一层级 19个学科词条和第二层级 284个学科词条进行匹配，

并根据一级学科所包含的二级学科进行验证。进一步，将论文作者的隶属单位与大学名单匹

配，在大学学科层面加总，得到大学-学科-年份层面的多维面板数据。最终整理得到

1997~2022 年 113 所高校 111 个一级学科的 15.6 万条大学学科层面的论文发表数据。此外，

本文还手工整理匹配了论文合作数据和影响因子等数据，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含 973 计划）以及高校科技经费等数据②。 

（二）识别策略与变量定义 

本文参考 Moretti（2021）和 Babina 等（2023）的做法，基准回归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

模型，利用多维固定效应方法，识别实体清单带来的国家科技竞争加剧对中国大学基础研究

的影响。其模型设定如下： 

𝑃𝑢𝑏𝑙𝑖𝑐𝑎𝑡𝑖𝑜𝑛𝑠𝑢𝑠𝑡 = 𝛼 + 𝛽𝐸𝑛𝑡𝑖𝑡𝑦𝐿𝑖𝑠𝑡𝑢𝑠𝑡 + 𝑑𝑢𝑐 + 𝑑𝑐𝑡 + 𝜆𝑢 + 𝜆𝑐 + 𝜆𝑡 + 𝜖𝑢𝑠𝑡       （1） 

                                                        
①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印发《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的通

知，学科目录分为学科门类、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三级。 

②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由原来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等整合而成，时间上具有接

续性，因此将 973 计划数据一并纳入统计，后文统称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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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被解释变量𝑃𝑢𝑏𝑙𝑖𝑐𝑎𝑡𝑖𝑜𝑛𝑠𝑢𝑠𝑡指 u 大学 s 学科在 t 年基础研究产出。根据国家统计

局的定义：“基础研究是指为了获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识（揭示客观

事物的本质、运动规律，获得新发现、新学说）而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研究，它不以任何

专门或特定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其成果以科学论文和科学著作为主要形式，用来反映知识

的原始创新能力。”国内外前沿文献也将研发（Research and Experimental Development, R&D）

区分为基础研究（R）和应用研究（D），基础研究成果通常以论文等出版物的形式公开，而

应用研究成果则以受保护的专利形式申请（Akcigit 等，2021；Arora 等，2021；冷萱和李涵，

2022）。因此，本文遵循国家统计局定义和国内外主流文献的做法，采用科学论文作为基础

研究产出的代理变量。考虑到论文引用的截断效应，使用论文发表期刊的加权平均影响因子

作为基础研究产出质量的测度指标。在实际情况中，期刊影响因子与论文质量正相关，由于

高影响因子期刊拥有高质量的同行评议水平，因此载有高质量的论文（Shi 等，2023）。 

核心解释变量是𝐸𝑛𝑡𝑖𝑡𝑦𝐿𝑖𝑠𝑡𝑢𝑠𝑡，是实体清单的虚拟变量，如果 u 大学 s 学科在 t 年被列

入实体清单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为了更好理解本文所关心的系数β的含义，对被解释变

量加一取对数处理。duc 为大学与学科门类之间的交互固定效应，以排除大学学科不随时间

变化特征对基础研究产出的影响。Dct 为学科门类与年份之间的交互固定效应，以排除学科

随时间变化特征对基础研究产出的影响。𝜆𝑢、𝜆𝑡、𝜆𝑐分别为大学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和

学科门类固定效应，𝜖𝑢𝑠𝑡是残差项。考虑到论文发表具有滞后效应，本文不作特殊说明的情

况下均滞后两期处理，同时也检验了当前、滞后一期、滞后三期的情况，结果依然保持稳健。

考虑到大学学科间可能存在序列相关性，实证结果标准误聚类到大学学科层面。描述性统计

见附录一①。 

四、实证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1 报告了模型（1）的估计结果，结果表明被列入实体清单会显著促进大学基础研究

水平提升。第（1）至（3）列以大学学科发表的论文数量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为是否列

入实体清单虚拟变量，第（1）列控制了大学、年份和学科固定效应，消除不同大学、学科

之间的异质性，以及随时间发生的全局趋势和周期性因素对基础研究产出的影响。第（2）

列进一步控制了大学与学科的交互固定效应，以控制大学学科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不

同大学可能在学科布局上有所侧重，需要排除来自大学学科其他因素导致的基础研究差异。

在第（3）列，进一步添加了学科与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消除学科层面所有随时间变化的

影响因素。因为学科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可能影响论文发表。比如，“双一流”建设优化学科

布局、促进学科交叉融合等学科建设可能干扰研究结果。第（4）列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大

学学科层面发表的 SSCI/SCI 论文数量以量化核心的基础研究产出。同时，进一步考虑论文

发表质量，第（5）列以发表论文的期刊加权年均影响因子为被解释变量，以量化基础研究

产出的质量。 

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由于第（3）至（5）列控制最

为严格，结果最为准确，本文以此作为基准结果。从估计系数大小来看，相对未列入实体清

                                                        
① 本文附录详见《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杂志网站，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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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列入实体清单会带来大学学科层面论文发表数量提高 17.4%，SSCI/SCI 论文发表数量提

高 13.3%，论文发表质量提高 21.5%①。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实体清单对大学基础研究产出

的数量和质量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表明在国家科技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基础研究一定程

度上实现了创新突围，假设𝐻1𝑎得到验证。针对多时点双重差分可能存在异质性处理效应问

题，本文做了稳健性检验，详见附录二。 

表 1 国家科技竞争加剧与大学基础研究 

变量 

（1） （2） （3） （4） （5） 

论文数量 论文数量 论文数量 
SSCI/SCI 

论文数量 
论文质量 

实体清单 
0.160*** 0.161*** 0.160*** 0.125*** 0.195*** 

(0.037) (0.036) (0.033) (0.034) (0.037) 

常数项 
3.491*** 3.491*** 3.491*** 2.668*** 3.191*** 

(0.015) (0.015) (0.015) (0.015) (0.016) 

大学/年份/学科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大学-学科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是 

学科-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是 

样本量 134872 134872 134872 134872 134872 

调整 R2值 0.340 0.391 0.403 0.510 0.593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大学学科层面的标准误。

本文不作特殊说明的情况下，控制了大学、学科门类、年份固定效应，以及大学学科交互固定效应、学科

年份交互固定效应；考虑到论文发表具有滞后效应，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两期处理。 

 

基准回归表明实体清单对大学基础研究具有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是上述回归结果成立的前提。因而，采用事件分析法来确认处理组和对照组事前趋势是否一

致。本文以列入实体清单前 1 期为基期，对窗口期以外的观测值作两端收尾处理，检验高校

在被列入实体清单前 8 年到后 8 年发表论文数量的动态趋势变化。结果显示（图 2），在列

入实体清单前，处理组和控制组高校基础研究水平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模型通过了平行趋

势检验；-1 期估计系数没有显著变化，证明满足无预期效应假设。同时，从下图也能看出高

校被列入实体清单后，处理组基础研究水平呈现出逐年显著上升趋势，在第 2 期之后开始显

著高于控制组，并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这意味着实体清单对大学基础研究具有显著促进作

用，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① 本文对涉及加一取对数变换的变量，利用 𝑒𝛽 -1 解释其现实意义，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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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大学基础研究的动态影响 

注：虚线代表每个点估计的 95%水平的置信区间。 

（二）稳健性检验 

为排除遗漏变量、估计模型差异或不可观测因素对估计结果造成的影响，本文通过增加

控制变量、改变滞后期数、倾向得分匹配、更换估计模型和安慰剂检验等进行稳健性检验。

检验结果均表明基准回归结果稳健，详细内容见附录三。 

（三）排除竞争性政策影响 

近年来，美国对华裔科学家进行了一系列科学调查，为干净识别实体清单的影响，需要

考虑排除其他政策对结果的干扰。2018 年，美国司法部的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极力推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能源

部（Department of Energy, DOE）和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等

科研机构管理部门，对与中国有关联的科研人员启动大规模调查，其行动力度和审查程序的

严苛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NIH、DOE 、NSF。同年 11 月，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牵头启动“中国行动计划 China Initiative”，旨在确保起诉并处理 FBI

调查这些案件的优先权。已有研究发现，在上述调查压力之下中美科研合作产生了与实体清

单类似的“寒蝉效应”，华裔科学家从美国返回中国的人数正在稳步增加，中国科学家可能

更会依赖本地合作，进而可能影响中国基础研究（Xie 等，2023）。 

为排除其他管制政策影响，本文生成“中国行动计划”虚拟变量，以排除 NIH、DOE、

NSF 调查的影响。具体来说，参考 Aghion 等（2023），将物理学（0702）、化学（0703）、

生物学（0710）、材料科学与工程（0805）、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0807）、化学工程与技

术（0817）、生物医学工程（0831）、生物工程（0836）、药学（1007）这 9 门学科视为美国

司法部“中国行动计划”主要针对的领域，作为处理组。另外，由 NIH 的调查最为严格，这

里也生成了“NIH 调查”虚拟变量。参考 Jia 等（2024），将生物学（0710）、生物医学工程

（0831）和生物工程（0836）这三门学科视为美国 NIH 调查主要针对的领域，作为处理组。 

实证结果发现，尽管“中国行动计划”和“NIH 调查”与被解释变量存在显著的相关关

系，但在排除两者的影响之后，核心解释变量依然在 1%的水平上显著，并且与基准回归相

比，系数大小也并无明显差异。这表明，同期其他管制政策与实体清单政策相关性较弱，并

未对基准估计结果造成影响。详细结果见附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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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影响机制分析 

（一）科学合作重构 

实体清单限制了中国与美国的科学合作，改变现有科研合作结构，影响基础研究产出。

为了刻画实体清单推动大学科学合作重构的具体过程，将大学学科层面的论文发表总数拆分

为国际合作和国内合作两类。其中，国际合作进一步拆分为中美合作与非中美合作。根据大

学学科发表论文总数，计算三种合作类型占比，即中美合作占比（China-US）、非中美合作

占比（NonChina-US)）和国内合作占比（Domestic）。参考 Iaria 等（2018）研究，模型设定

如下： 

𝑌𝑢𝑠𝑡𝑐 = 𝜔1 + 𝜔2 × 𝐸𝑛𝑡𝑖𝑡𝑦𝐿𝑖𝑠𝑡𝑢𝑠𝑡 + 𝑑𝑢𝑐 + 𝑑𝑐𝑡 + 𝜆𝑡 + 𝜆𝑢 + 𝜆𝑐 + 𝜖𝑢𝑠𝑡𝑐          （2） 

其中，被解释变量𝑌𝑢𝑠𝑡𝑐为 u 大学 s 学科 t 年 C 类型合作的比例，其余设定同模型（1）。

回归结果见表 2。在短期内，实体清单对中美国际合作占比的影响在 1%水平上负向显著，

而对非中美的国际合作占比在 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对国内合作占比未产生显著影响。这

表明实体清单虽然抑制了中美科学合作，但促进了中国高校积极与国外其他国家开展建立合

作关系，进而增加了基础研究产出。 

进一步地，为深入考察实体清单对科学合作的中期效应和动态变化，参考余典范等

（2022），将模型（2）中的被解释变量𝑌𝑢𝑠𝑡𝑐分别替换为实体清单管制之后 1 年、2 年、3 年

的数据，回归结果见表 3。结果表明，实体清单对中美科学合作产生了显著持续的抑制作用，

“寒蝉效应”具有长期性。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实体清单对非中美合作的影响经历

了显著为正、不显著为正，再到负的变化，系数不断变小；实体清单对国内合作的影响经历

了不显著为正、显著为正，且系数不断变大。这表明中国大学的科学合作整体呈现出从国际

合作向国内合作转移的趋势，“重构效应”不断显现。 

表 2 科学合作重构的短期效应 

变量 

（1） （2） （3） 

国际合作 
国内合作 

中美合作 非中美合作 

实体清单 
-0.009*** 0.013*** -0.004 

(0.002) (0.004) (0.005) 

常数项 
0.067*** 0.158*** 0.775*** 

(0.000) (0.000) (0.001) 

多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156227 156227 156227 

调整 R2值 0.305 0.258 0.380 

注：同表 1。 

 

表 3 科学合作重构的中期效应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中美合作 非中美合作 国内合作 

1 年 2 年 3 年 1 年 2 年 3 年 1 年 2 年 3 年 

实体清单 -0.010*** -0.009*** -0.008*** 0.008** 0.003 -0.003 0.002 0.006 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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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 (0.002) (0.003) (0.004) (0.004) (0.005) (0.005) (0.005) (0.006) 

常数项 
0.068*** 0.069*** 0.070*** 0.158*** 0.159*** 0.160*** 0.774*** 0.772*** 0.769***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01) (0.001) 

多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40670 134868 128896 140670 134868 128896 140670 134868 128896 

调整 R2值 0.357 0.360 0.367 0.318 0.335 0.349 0.449 0.464 0.479 

注：同表 1。 

为验证实体清单的科学合作重构效应，本文进一步探讨从中美合作程度不同的领域出发，

探讨实体清单产生的差异化影响。利用式（3）计算中美合作紧密度指数（China-US-Tightness, 

ChinaUS-T）。𝑃𝑢𝑏𝑙𝑖𝑐𝑎𝑖𝑜𝑛𝑠_𝑈𝑆𝑠𝑡为学科 s 在 t 年中美合作发表论文数量，𝑃𝑢𝑏𝑙𝑖𝑐𝑎𝑖𝑜𝑛𝑠_𝑆𝑈𝑀𝑠𝑡

为学科 s 在 t 年发表论文总数。然后，根据学科层面的中美合作紧密度 ChinaUS-T，将样本

划分为四组：合作密切、合作较密切、合作较疏远和合作疏远，进行分组回归分析。 

ChinaUS-T = 𝑃𝑢𝑏𝑙𝑖𝑐𝑎𝑖𝑜𝑛𝑠_𝑈𝑆𝑠𝑡/ 𝑃𝑢𝑏𝑙𝑖𝑐𝑎𝑖𝑜𝑛𝑠_𝑆𝑈𝑀𝑠𝑡      （3） 

实证估计结果如图所示。图 3 清晰展现了实体清单对中美合作密切领域的影响较大，对

中美合作疏远的领域的影响较小。具体而言，实体清单促进中美合作密切领域的论文数量显

著增加 13.9%，中美合作较密切领域的论文数量增加了 16.9%，合作较疏远领域的论文数量

增加了 18.5%，而对中美合作疏远的领域并未产生显著影响。由于在中美合作密切的学科领

域，合作通常更加深入和广泛，高校和科研人员更易受到影响。这也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科学

合作重构机制，表明实体清单会显著改变现有中美科研合作结构，重塑科学合作网络，影响

基础研究产出水平。 

 

 

图 3  中美合作紧密度 

注：置信区间为 95%。 

（二）创新链传导 

基于实体清单对不同主体管制领域具有一致性的特点，通过匹配实体清单管制企业所

在行业识别受影响的学科。具体地，根据企业所在行业需要的学科知识，识别受实体清单影

响较为严重的学科。从企查查获取企业所对应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二位行业，结合教育

部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根据行业所需专业技术、企业主要招聘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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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简介等文本信息，参考已有研究，确定与该行业关系最为密切的三个学科①（亢延锟等，

2022）。最终，形成实体清单企业-行业-学科对应表，并将此类学科定义为“传导学科”，生

成传导学科虚拟变量。利用这一学科虚拟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进行交互（Li 等，2019），带

入模型 1 进行估计。 

结果如表 4 第（1）（2）列所示，交互项系数均在 1%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这表明实体清

单对企业的限制，会提升对大学重点学科（传导学科）的基础研究需求，推动大学基础研究

产出。换言之，下游企业的关键技术需求会激励上游高校加大基础研究。这一结论与 Roach

和 Cohen（2013）的研究相呼应，他们证实了在创新链的下游企业可以通过开放的科学渠道，

从上游高校的论文、著作等显性知识中获益。这一发现深化了对实体清单全局效应的分析，

也为理解企业与高校之间的产学研合作提供了有力证据。 

为更全面考察创新链传导效应，进一步将所有高校均纳入分析。在学科层面重新定义

解释变量，将传导学科设为处理组，其余学科设为控制组。在处理时间上，参考 Han 等（2024）

研究，2013 年可视为实体清单对中国企业管制升级期；同时，根据刘斌和李秋静（2023）的

研究，2018 年是美国全面强化对华出口管制的起始年份。因此，分别引入了 2013 年和 2018

年这两个关键时间节点，构建了传导学科×𝑃𝑜𝑠𝑡2013和传导学科×𝑃𝑜𝑠𝑡2018两个交互变量，

将其分别纳入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表 4 第（3）~（6）列结果显示，实体清单对所有大

学受影响的学科基础研究均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这表明创新链传导效应并非局限于被管制高

校，实体清单的创新链传导呈现明显而广泛的扩散。 

表 4 创新链传导 

变量 
（1） （2） （3） （4） （5） （6） 

论文数量 论文质量 论文数量 论文质量 论文数量 论文质量 

实体清单×传

导学科 

0.170*** 0.213***     

(0.065) (0.068)     

实体清单 
0.087 0.139**     

(0.054) (0.060)     

传导学科 
0.734*** 0.803***     

(0.029) (0.032)     

传导学科

×𝑃𝑜𝑠𝑡2013 

  0.818*** 0.995***   

  (0.051) (0.057)   

传导学科

×𝑃𝑜𝑠𝑡2018 

    0.840*** 0.995*** 

    (0.055) (0.062) 

常数项 
2.901*** 2.531*** 3.374*** 3.048*** 3.447*** 3.139*** 

(0.011) (0.013) (0.016) (0.018) (0.015) (0.016) 

多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56227 156227 134872 134872 134872 134872 

调整 R2值 0.467 0.621 0.412 0.600 0.406 0.596 

注：同表 1。 

（三）公共资助政策 

为了估计政府公共资助政策的资源配置效应，分别探讨了实体清单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① 见附录四：国民经济行业-教育部一级学科匹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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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①、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含 973 计划）以及大学科技经费等具体影响。其中，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资助情况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分别用项目立项数量（NSFnum、NKRDnum）和资助

金额（NSFamount、NKRDamount）测度。大学科技经费分别用科技经费总额（STamount）、

政府资金拨入占科技经费总额的比重（ST_gov）来测度。在处理数据时，资助金额和立项数

量均加一后取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 

对国家自科基金资助情况的分析如表 5 所示。自科基金作为中国基础研究资助的“基本

盘”，覆盖学科范围广泛，重点分析受实体清单影响的领域。通过实体清单原始公告文件和

商业管制清单（Commerce Control List, CCL）提出的管制产品范围，识别出重点受影响的学

部：数理科学部、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和信息科学部。结果表明，在以实体清单为代表的国家

科技竞争加剧的影响下，国家自科基金对数理科学部、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和信息科学部的资

助显著增加，而对非重点学部的资助金额则显著减少。同时，整体上实体清单对自科资助数

量和资助金额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表明，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在自科基金资助总规模不变的

条件下，政府主要通过调整基金资助的结构，加大对信息科学等重点领域资助力度，以对冲

实体清单的负面影响。 

表 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变量 

（1） （2） （3） （4） （5） （6） 

数理科学部 
工程与材料

科学部 

信息 

科学部 

非重点 

学部 
资助数量 资助金额 

实体清单×学部 
1.185*** 1.085*** 1.520*** -1.889***   

(0.336) (0.383) (0.414) (0.251)   

实体清单 
-0.329** -0.299** -0.368** 0.991*** -0.168 -0.087 

(0.143) (0.146) (0.170) (0.204) (0.120) (0.091) 

学部 
-0.014 0.623*** 0.120 -0.358***   

(0.081) (0.111) (0.092) (0.072)   

常数项 
5.490*** 5.404*** 5.472*** 5.699*** 5.488*** 2.181*** 

(0.042) (0.039) (0.041) (0.052) (0.038) (0.027) 

大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4284 14284 14284 14284 14284 14284 

调整 R2值 0.525 0.541 0.527 0.545 0.524 0.423 

注：标准误聚类到大学-学部层面。 

对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分析结果如表 6 第（1）~（4）所示。结果显示，实体清单显

著提升了大学获得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立项数量，增幅高达 37.4%，也显著增加了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的资助金额。考虑到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受到实体清单影响更大，进一步按照项目的技

术关键程度分组回归。根据手工获得的逐条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助信息，将项目类别中含有

“关键”等字段项目划分为关键项目，例如变革性技术关键科学问题、材料基因工程关键技

术与支撑平台等，将其他项目划分为非关键项目。结果如表 6 第（3）（4）列所示，实体清

单显著增加了关键项目的资助金额，对于非关键项目，尚未观察到显著影响。这表明在国家

                                                        
① 将大学学科层面的论文数据匹配并加总到大学学部层面，具体见附录四：教育部一级学科-NSFC

学部匹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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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竞争加剧背景下，政府加大了对关键“卡脖子”技术领域的资金投入力度，为资源配置

效应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证据。进一步，对于大学整体科技经费分析结果如表 6 第（5）（6）

列所示。结果表明，以实体清单为代表的国家科技竞争加剧显著促进了大学科技经费中政府

财政科技拨款的比例，增幅高达 2.3%。这表明面对外部科技竞争的不利影响，政府不断加

大对大学科技活动的资助力度。综上，本文假设𝐻2得到验证。 

表 6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和大学科技经费总额 

变量 

（1） （2） （3） （4） （5） （6） 

资助数量 资助金额 
关键项目 

金额 

非关键项目 

金额 

科技经费 

总额 

政府资金 

拨入占比 

实体清单 
0.318** 1.008* 1.752*** 0.674 -0.046 0.023*** 

(0.126) (0.577) (0.120) (0.552) (0.030) (0.008) 

常数项 
1.215*** 8.047*** 7.478*** 8.244*** 19.901*** 0.640*** 

(0.007) (0.090) (0.018) (0.044) (0.000) (0.000) 

大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831 400 60 316 907 907 

调整 R2值 0.646 0.438 0.457 0.558 0.963 0.821 

注：标准误聚类到大学层面。由于数据可得性限制，大学科技经费数据为 2007~2017 年，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资助金额为 2016~2020 年（无“973 计划”）。 

六、异质性分析 

（一）大学类型 

不同类型大学因其创新资源、研究重点不同，其基础研究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一

流大学整体科研实力较强，创新资源丰富，并受到政策重点支持，因此在应对科技竞争时具

有更强的应对能力。同时，实体清单重点管制的航空航天、信息技术等类型大学受到的影响

更为深远。为此，本文根据第一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将大学分为一流大学、非一流

大学。在此基础上，将与“国防七校”①具有相同一流学科的大学视为国防强校，其余为非

国防强校。将与“两电一邮”②具有相同一流学科的大学视为信息技术强校，其余为非信息

技术强校。实证结果见附录五。研究发现，相较于非一流大学，实体清单对一流大学的促进

作用更为显著。同时，相较于非国防强校、非信息技术强校，国防强校、信息技术强校基础

研究的受到的外部冲击压力较大，基础研究水平提升有限。 

（二）学科差异 

不同学科因其科学研究活动的特性差异，其基础研究产出可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研究表明，物理、化学和生物科学等理工科的科研活动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物质资本（冷萱

和李涵，2022；Biasi 和 Moser，2021）。相对于对实验设备依赖度低的非理工科，实体清单

可能对理工科的基础研究促进作用较小。本文将学科划分为理工科和非理工科两类，把学科

门类中的理学和工学定义为理工类学科，其他学科门类定义为非理工类学科。实证估计结果

                                                        
① 根据 2017 年在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发起的“工业和信息化部高校联盟”（G7），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

学被称为“国防七校”。这些联盟高校在航天航空、控制科学工程等学科具有鲜明的国防特色。 

② 北京邮电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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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附录五。实证结果表明，实体清单对非理工科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理工科，非理工科的基

础研究产出显著增加 26.9%，理工科显著增加 17.8%。这表明，理工科对于实验设备的依赖，

会削弱实体清单对其基础研究的促进作用。 

（三）基础研究水平 

长期以来，中国科研活动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形成具

有前沿性和引领性的高水平成果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关键。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实体清单不仅

促进了基础研究产出数量，还提升了基础研究质量。进一步，考察实体清单对不同水平基础

研究产出的影响。本文根据大学学科发表论文的年均影响因子，划分为 4 个等级，即 Q1~Q4

区。Q1 是指影响因子在同学科中排名前 25%，代表高水平论文，Q4 区影响因子排名后 25%，

代表低水平论文。实证估计结果见附录五。结果显示实体清单对高水平的科研产出影响最大，

对低水平科研产出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以实体清单为代表的科技竞争加剧，主要推动了中

国大学在基础研究领域的高质量突破。 

七、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以美国实体清单为准自然实验，采用 1997~2022 年中国大学学科层面数据实证分

析了实体清单带来的国家科技竞争加剧对中国大学基础研究的影响和作用路径。本文研究发

现包括：（1）在美国科技竞争政策高压下，中国大学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基础研究突围，发表

论文数量和质量均显著提升。这种基础研究突围在中美合作密切的领域尤为显著，并主要体

现在高质量基础研究产出上。（2）一流大学和非理工科的基础研究突围能力更强。相对而言，

受到实体清单管制较为严重的国防类和信息技术类高校，基础研究突围表现相对较弱。这揭

示了国家科技竞争加剧背景下，中国大学基础研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3）从机制来看，

第一，实体清单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中国大学科学合作网络，导致中美科学合作短期内转移

至其他国家，中期逐渐转向国内合作。第二，对企业的管制会通过创新链传导至高校，激发

产学研合作动力。科技竞争加剧导致中国企业引进再创新的路径受阻，企业对自主创新和原

始创新提出更高要求，纷纷加强对与大学的基础研究合作。第三，政府公共资助能够有效对

冲实体清单的负向冲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和政府财政科技经费拨款均

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表明资助政策能够有效对冲外部负面冲击，保障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

在以上三种作用综合叠加之下，中国基础研究实现了突围，初步形成了科技竞争加剧背景下

应对外部冲击的策略体系。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积极应对国家科技竞争，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夯实科技自立自

强根基的政策建议。 

第一，持续扩大国际科学合作，积极拓展全球科学合作网络。科学全球化时代，科学进

步始终与国际合作紧密相连。应继续保持包容开放的合作态度，持续扩大与国际科研机构和

国外学者的合作交流，以消除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政策造成的“寒蝉效应”。一要持续拓展美

国以外的科研合作伙伴，减少对美国的过度依赖，以分散科学研究风险。积极扩大科研“朋

友圈”，拓宽与区域组织（多边机制）的合作渠道，提升国际科学合作网络的稳定性。二要

牵头实施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构建国际基础研究合作平台，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

理。在全球大科学时代，科学前沿突破越来越依赖于大科学装置。要依托大科学装置和大科

学计划，构筑基础设施、联合研究、国际组织和人才培养等开放合作平台。参加或发起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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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科技组织，聚焦人类共性问题深化全球合作，突破基础理论和科学难题。三要面向世界

科技前沿，设立全球科学研究基金。在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新能源等可能产生重大变革的

领域，面向全球资助国际一流基础研究，用好全球优质创新资源，加强国内国际在优势互补

领域联合攻关。 

第二，强化校企产学研合作，以基础研究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基础研究是产业底层

技术的来源，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产业“卡脖子”技术问题，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

一要构建更加紧密的产学研合作机制。组建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相互支撑的创新联合体，

构建“企业出题人、大学和科研机构做题人”的产学研合作机制。畅通基础研究的创新转化

路径，通过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清单，提炼大学科研攻关任务。鼓励大学与企业开

展联合攻关，围绕创新链“0-1”和“1-N”不同环节，构建高效协同衔接机制，推进“卡脖

子”技术联合攻关计划。二要推动大学基础研究激励机制和考核制度全面改革。完善价值导

向和需求导向的激励机制，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现实问题，构建“0-1 原始创新突破”、

“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等考核目标，扭转高校简单以论文产出和科研项目等衡量科研绩效和

贡献。完善科研人员分类评价体系，鼓励战略科技人才参与产业共性技术突破和科技创新成

果转化，促进大学科研成果有效转化和溢出到企业创新活动，改变大学基础研究与企业自主

创新突破需求之间的脱节现象。三要加快布局“大学基础科学中心+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产业

链核心技术优势”的自主创新能力体系，夯实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核心支撑。加快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和综合性科学中心建设，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创新资源集聚、创新经济发展和开放创

新生态高地。同时，应加快完善中国出口管制体系，推进出口管制法治化建设，优化出口管

制法律制度和管理体制，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为主、多方联动”的出口管制合规体系，积

极应对新形势下国际和地区安全风险与挑战。 

第三，完善基础研究公共资助体系，加大重点学科领域资助。长期稳定的政府公共资助，

是基础研究的重要支持。自 1985 年科技体制改革以来，中国逐步构建形成了稳定性机构拨

款与竞争性项目资助相结合的基础研究资助体系，有效促进了中国在短时间内迈入基础研究

大国。现阶段，面对外部科技封锁和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新要求，需要进一步加大基础研究

资助。一要持续优化基础研究资助体系，在资助端优化供给结构，提高资助效能。持续优化

现有国家科技计划体系，加强统筹协调，推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以及基地和人才专项等五类科技计划科学合理配

置和效能提升。打通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机制，调动政府和市场以及社会力量，全面提升投

入效能。在保证基础研究财政投入稳步增加的同时，拓宽经费来源渠道，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设立科学基金、开展科学捐赠。二要深化科研项目分配机制改革，提高执行主体效率。加强

对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的特定领域和高水平研究团队的长期稳定支持。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

脑科学等领域，保障科研人员长期潜心研究；对于国家实验室、双一流建设平台等高水平科

研团队，给予稳定支持，为国家战略需求提供保障。特别地，在受外部封锁冲击较为严重的

学科领域和大学，定向加强基础研究投入力度，以对冲外部负向冲击。同时，对于科研水平

相对滞后的大学，应积极引导其增强原始创新意识，缩小高等院校间的差距。三要逐步改善

中国在科研关键材料、核心仪器设备、基础软件等科技基础设施的进口依赖困境。中国基础

研究长期存在的“选题国外学术期刊找、仪器设备国外进口、成果国外期刊发表”的“两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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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问题。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杠杆作用，布局建设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强化基础研

究支撑平台建设，持续打造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打好科技仪器设备国产化攻坚，推进中国基

础研究实现从量变向质变的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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